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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背景下,新质生产力成为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
而企业数字化转型则是其发展的重要抓手。 基于 2011—2022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

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及其机制。 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新质生

产力的提升,该结论在经过工具变量法、Heckman 两阶段模型等一系列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后依然

成立。 机制分析表明,企业创新在数字化转型与新质生产力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即数字化

转型通过激发企业创新活动间接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异质性分析进一步揭示,数字化转型对非

重污染企业、国有企业的新质生产力促进效应更为显著。 本研究从生产力三要素重构的视角,构

建了“数字化转型-要素重塑-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框架,为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通过数字化赋能培

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经验依据与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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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科技革命背景下,新质生产力作为创

新驱动的新型生产力形态,已成为高质量发展

的核心引擎。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发展

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 [1] ,为企业层面培育新质生产力指明了实

践路径。 新质生产力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

字技术为基础,通过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

象的协同跃升,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系统性提

升[2] 。 数字化转型则是企业借助数据驱动与智

能协同,对传统生产要素进行赋能的核心实践,

为新质生产力形成提供技术基础。

当前学界围绕数字化转型、企业创新与新

质生产力已形成较为丰富的研究积累。 在宏观

层面,学者们普遍认可数字化转型是培育新质

生产力的关键支撑,强调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

深度结合对生产力升级的赋能作用[3] ;在微观层

面,大量实证研究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

新[4] 、生产效率[5] 、经营绩效[6] 等维度的积极影

响;也有文献开始关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要素配

置、技术升级与价值创造的重塑效应[4,7] ,为理解

数字化与新质生产力的关联提供了重要基础。

然而,现有研究存在缺口:一是理论关联薄弱,缺

乏从要素重构视角对三者内在逻辑的深度剖析;

二是对影响机制的探究不够,尤其对企业创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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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中介作用检验不足;三是对异质性研究欠

缺,特别是对不同污染属性、产权性质企业的差

异化规律揭示不够。 基于此,本文拟从生产力三

要素重构视角构建“数字化转型-要素重塑-新
质生产力”分析框架,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的促

进效应及企业创新和数据要素化的中介机制,并
识别企业污染属性与产权性质的调节作用,以期

为差异化推进数字化赋能、精准培育新质生产力

提供理论支撑与政策启示。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 数字化转型与新质生产力

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高质量发展路径探

索成为核心议题。 数字化转型作为关键驱动

力,其影响已受到学界广泛关注。 研究表明,政
府数据开放能有效降低信息壁垒,促进企业数

字化转型[8] 。 现有文献虽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对

企业分工[9] 、 创新[4] 、 ESG 绩效[10] 及实业投

资[11]等方面的赋能效应,但多聚焦于单一运营

方面。 随着“新质生产力”命题的提出,我们亟

须在宏观的框架下审视其战略价值。
 

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以
“要素创新性配置” 和“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

升”为标志[2] 。 从微观层面看,数字化转型通

过数字技术对生产力三要素进行系统性重构:
在劳动者维度,推动劳动力向数字创新型跃迁,
赋能一线人员参与创新,形成人机协同的能动

主体[12] ;在劳动资料维度,推动生产工具向智

能互联演进,构筑新质生产力的物质技术基

础[13] ;在劳动对象维度,推动劳动对象从物理

实体向数据要素延展,拓展价值创造边界[14] 。
 

综上,数字化转型通过对生产力三要素的

系统性重塑,实现了生产要素的质态升级与组

合方式变革,构成了新质生产力在微观层面的

核心生成机制。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H1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

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
2. 企业创新的中介效应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

用,需通过一系列传导机制实现,其中企业创新

扮演着关键的转化引擎角色。 企业创新本身受

技术与政策环境影响:适度的数字化能通过优

化资源配置促进创新,而过度的数字化则可能

产生抑制[15] ;同时,政府补贴与税收优惠也能

有效激励研发投入[16] 。 可见,企业创新是多种

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数字化转型正是通过

激发、重构与深化创新活动,将对生产要素的革

新配置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首先,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创新提供了基础

条件[4] 。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使企业能实

时整合内外部数据,精准识别市场机遇与技术

缺口,加速知识迭代、提高研发效率,推动企业

从渐进式创新向突破式创新演进,为生产力跃

升奠定技术基础。 其次,数字化转型通过重构

组织架构,激发创新活力[17] 。 数字化平台促进

了内外部动态互联,形成开放创新生态,优化资

源配置,并通过激发员工创造性参与,促进跨领

域知识融合,推动管理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提
升价值链整体效能。 再次,企业创新作为关键

中介,有效将技术潜能与组织变革转化为新质

生产力。 具体表现为:通过创新提升全要素生

产率,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完成绿色发展导向

的价值重塑,进而实现生产效率与市场竞争力

的根本性提升。
综上,企业创新在数字化转型与新质生产

力之间发挥着传导枢纽作用。 数字化转型为创

新提供基础,而创新则将数字潜能转化为生产

力新动能。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H2　 企业创新在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

新质生产力水平提升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
3. 数据要素化的中介效应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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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还通过另一关键路径———数据要素化得以

实现。 学术界普遍认同,数据要素化的本质是

数据从原始资源向关键生产要素的跃迁,其依

赖于数据的流动性与复用性,并受技术与市场

双重约束塑造[18] 。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特征之

一,正是劳动对象从物理实体向数据要素的拓

展,因此理解这一路径至关重要。
数据的多态性理论指出,数据在资源、产业

与产品形态间的演进协同,决定了其价值释放

的广度。 数字化转型正是推动这一形态跃迁的

系统性工程:通过物联网感知与云平台集成实

现数据资源化,进而借助数据平台与算法建模

将资源转化为可支持决策的数据资产,从而完成

从被动资源到主动驱动要素的根本性转变。
在此基础上,数据要素赋能新质生产力被

视为一种技术-经济深度融合的非线性系统变

革[19] ,在微观企业层面体现为三重机制:其一,
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数据作为新型劳动对象,
与智能化劳动资料结合,实现生产全过程精准

调控,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实证表明,数据

要素化通过缓解金融约束提升了创业活跃

度[20] 。 其二,催生新业态与新模式。 数据要素

的流动重组催生个性化定制、平台化运营等新

业态。 研究发现,数据要素市场化通过促进数

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结合,对企业新质生

产力产生显著的倍增效应[21] 。 其三,助力绿色

低碳转型。 数据驱动下的环境监测与碳足迹追

踪为可持续运营提供可量化基础,数据要素化

在绿色转型企业中的赋能效应更为突出[21] ,契
合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导向。

与企业创新侧重于技术产出不同,数据要

素化侧重于生产要素本身的结构性变革,是数

字化转型重塑生产力系统的基础性过程。 它不

仅拓展了劳动对象边界,也为持续创新提供了

数据动能。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H3　 数据要素化在数字化转型促进

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提升的过程中发挥中

介作用。
4. 异质性分析

上述促进效应并非在所有企业中均有体

现,企业内在特征的差异可能导致数字化赋能

强度不同。 本文从企业污染属性与产权性质两

个维度分析其异质性影响。
 

企业污染属性:新质生产力以绿色为导向,
污染属性成为关键调节变量。 重污染企业面临

更严的环保监管与转型压力[22] :一方面,大量

资源投入污染治理,可能挤占数字化转型所需

资金与人力;另一方面,其生产工艺相对固化,
数字化需同时克服原有模式与环保约束,改造

难度大、周期长[22] 。 相比之下,非重污染企业

环境合规压力小、资源配置灵活,生产流程更易

与数字化协同,能更直接驱动模式创新与效率

提升。 此外,市场对环保产品的需求增长[23] ,
使非重污染企业更容易获得资本与政策青睐,
进一步强化其数字化赋能效果。 因此,本文提

出以下假设:
 

假设 H4a　 相较于重污染企业,数字化转

型对非重污染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

更强。 　
企业产权性质:产权性质深刻影响企业资

源获取与战略执行。 国有企业具备独特优势:
资金实力雄厚、融资渠道畅通[24] ,能承担数字

化高额投入;更易获得政府政策支持与资源倾

斜;人才储备与组织体系建设更完善,能保障转

型战略有效执行[25] ;肩负服务国家战略使命,
在响应“数字中国”与新质生产力战略时更具

主动性与连贯性。 相比之下,非国有企业尤其

是中小民企,可能面临更强融资约束与短期经

营压力,在数字化投入强度与持续性上相对受

限,从而削弱其对新质生产力的边际提升效应。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H4b　 相较于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

·02·



安慧,等:数字化转型、企业创新与新质生产力

型对国有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更强。

　 　 二、研究设计

　 　 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 2011—2022 年中国研

究数据服务平台和国泰安数据库上市公司数据

库。 原因:一是自 2011 年起,中国数字经济政

策体系逐步完善,如“十二五”规划首次明确数

字技术发展目标,这为新质生产力研究提供了

政策背景;二是上市公司数据透明度高、覆盖行

业广,其创新行为能够较好地反映实体经济的

整体特征。 数据处理过程如下: ( 1) 剔除 ST
和∗ ST 等状态异常的企业样本,以及金融行业

的企业样本;(2)剔除变量缺失较为严重的样

本;(3)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前后各 1%的缩尾

处理。 最终,本研究共得到 29
 

135 个样本。
2. 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企业新质生产力(Npro)。 本文参考宋佳

等[26]的做法,采用其构建的“活劳动-物化劳

动-硬科技-软科技”四维测度体系。 该框架基

于生产力要素理论:活劳动对应劳动者;硬科技

与软科技分别表征劳动资料中的实体技术与软

性工具;其核心创新在于通过“物化劳动” 维

度,将劳动对象(尤其是数据要素)系统性地纳

入测度。 具体而言,该指标体系通过财务数据

设计(如以折旧摊销反映技术性生产资料投

入),将数据资源的获取与维护成本内生于物

化劳动测量中,既覆盖了生产力三要素,又解决

了数据要素的计量难题,与本文理论视角高度

契合。 本文在该指标体系基础上,采用熵值法

确定各指标权重,最终合成企业新质生产力指

标(见表 1)。
(2)解释变量

企业数字化转型(DCG)。 本文参考吴非

等[27] 、马连福等[28] 的研究思路,依据企业财务

报告,初步筛选出数字化转型信息披露的特征

词库。 该词库涵盖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
大数据技术及数字技术应用 5 个方面,共 76 个

特征词。 随后,运用数据爬虫技术,将获取的数

据与数据池信息及特征词库匹配,得到每家企

业每年披露的数字化转型特征词总数。 对这些

数据加总后再进行对数化处理,以处理后的数

据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代理指标。
(3)中介变量

企业创新( Innov)。 本文参照黎文靖等[29]

表 1　 企业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构建

因素 子因素 指标 指标取值说明 权重 / %

劳动力

活劳动
(劳动者)

研发人员薪资占比 (研发费用-工资薪酬) / 营业收入 28
研发人员占比 研发人员数量 / 员工人数 4

高学历人员占比 (硕士人数+博士人数) / 员工人数 3

物化劳动
(劳动对象)

固定资产占比 固定资产净额 / 资产总计 2

制造费用占比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固定资产折旧、油气资产折耗、生产性
生物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资产减值准备-购买商品、接受
劳务支付的现金-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 (经营
活动现金流入小计+固定资产折旧、油气资产折耗、生产性生物

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资产减值准备)

1

生产工具
硬科技

研发折旧摊销占比 研发费用折旧摊销 / 营业收入 27
研发租赁费占比 研发费用-租赁费 / 营业收入 2

研发直接投入占比 研发费用直接投入 / 营业收入 28
无形资产占比 无形资产净额 / 资产总计 3

软科技
总资产周转率 营业收入 / 平均资产总额 1
权益乘数倒数 所有者权益合计 / 资产总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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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方式,选用专利申请数量作为衡量企业

创新水平的指标。 依据中国的专利分类体系,
专利可细分为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以及外

观设计专利这三类。 其中,发明专利蕴含着较

高的技术含量,代表着实质性的创新成果,而实

用新型专利与外观设计专利则更多地体现为渐

进式创新。 鉴于这三类专利对企业创新的贡献

程度存在差异,本文借鉴权小锋等[30] 的处理方

法,从主观角度赋予这三类专利 3􀏑2􀏑1 的权

重配比。 最终,通过计算三类专利加权总数加

1 后的自然对数,来表征企业的创新水平。
数据要素化(SJ)。 参考宣烨等[31] 的做法,

以地方数据交易平台设立的虚拟变量衡量数据

要素化水平。 若企业所在地建立数据交易平

台,则建立当年及以后年份取值为“1”;若未设

立数据交易平台则取值为“0”。
(4)控制变量

为了提高研究精度,本文加入了一系列控

制变量。 包括企业规模 ( Size)、 资产负债率

(Lev)、两职合一(Dual)、产权性质(SOE)、财务

杠杆(FL)、上市年限(ListAge)、净资产收益率

(ROE)、管理层持股比例(Mshare)、机构投资者

持股比例( INST)、账面市值比(BM)。 此外,企
业所处行业特征、宏观经济环境及其他未考虑

的时变因素,可能影响企业价值。 本文在模型

中统一加入行业固定效应与时间固定效应进行

控制。 变量定义见表 2。
3. 模型设定

为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直

接影响,本文采用行业-时间双向固定效应模

型构建方程①。 基于以下考虑:首先,新质生产

力与行业特性(如污染属性)密切相关,且个体

固定效应会吸收产权性质等不随时间变化的特

征,不利于后续异质性分析;其次,样本量较大

(29
 

135 个),若采用个体固定效应将消耗大量

自由度,降低估计效率。
Nproit = β0 + β1DCGit + β2Controlit +

∑Year + ∑Industry + εit ①

其中,i 和 t 分别表示企业和年份;Nproit 表示被

解释变量,即新质生产力;DCGit 表示解释变

量,即企业数字化转型;Controlit 表示控制变量,
通过纳入时间和行业双向固定效应以控制时间

变化和行业的异质性,并在回归中进行稳健标准

误聚类,以避免异方差的影响;εit 表示扰动项。

表 2　 变量选取与定义

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新质生产力 Npro 活劳动、物化劳动、软科技、硬科技

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化转型 DCG 将数字化转型特征词总数加和取对数

中介变量
企业创新 Innov 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以及外观设计专利

数据要素化 SJ 数据交易平台是否设立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Size 总资产的自然数对数

资产负债率 Lev 负债合计 / 资产合计

两职合一 Dual 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否同一人

产权性质 SOE 是否为国有企业

财务杠杆 FL 总负债 / 总资产

上市年限 ListAge ln(当年年份-上市年份+1)
净资产收益率 ROE 净利润 / 平均净资产

管理层持股比例 Mshare 管理层持股数 / 公司总股数

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 INST 机构投资者持股数 / 公司总股数

账面市值比 BM 所有者权益总额 / 市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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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1. 描述性统计分析

为深入剖析各变量的基础特征,本文对主

要变量的数据进行了描述性统计(见表 3)。 基

于 29
 

135 个观测样本,企业新质生产力(Npro)
的均值为 5. 17,标准差为 2. 72,取值范围为

0. 06 ~ 33. 00,表明不同企业间新质生产力水平

差异显著,整体分布较为分散。 企业数字化转

型(DCG)的均值为 1. 48,标准差为 1. 42,取值

范围为 0 ~ 6. 30,说明样本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

总体处于中等水平,且企业间分化明显,部分企

业尚未开展实质性转型,而一些企业已进入较

高应用阶段。 多重共线性检验显示,各变量

VIF 值介于 1. 09 ~ 2. 74 之间,均值为 1. 73,远
低于临界值 5,表明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

共线性问题。
2. 基准回归结果

为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

响,本文选取 2011—2022 年样本进行固定效应

面板分析。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列

(1)—(3)显示,在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并控制时

间与行业固定效应后,数字化转型与新质生产

力均在 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这表明数字化

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提升,假

设 H1 得到验证。
3. 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

(1)工具变量法

为缓解数字化转型与新质生产力之间可能

存在的互为因果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工具变

量法进行检验。 选取“宽带中国” 示范城市政

策(KD)作为工具变量[32] ,理由如下:其一,外
生性。 试点城市的遴选主要基于地区通信基础

设施条件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具有准自然实

验特征,与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无直接关联。
其二,相关性。 该政策由国家统一推动,通过资

金扶持与网络提速,直接提升了城市的数字化

基础设施水平,从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表

5 检验结果显示,不可识别检验 P 值为 0,弱工

具变量检验 F 值为 102(大于 10);表 6 排他性

检验中对 DCG 为 0 的样本回归,系数不显著,
表明工具变量选取合理。 表 6 回归结果表明,
第一阶段工具变量系数在 1% 水平上显著为

正,第二阶段企业新质生产力系数同样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 这证实考虑内生性问题后,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依然

稳健,假设 H1 再次得到验证。
(2)Heckman 两阶段法

为进一步解决样本自选择偏误问题,排除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新质生产力双向选择的干扰

表 3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VIF
Npro 29

 

135 5. 17 2. 72 0. 06 4. 79 33. 00 —
DCG 29

 

135 1. 48 1. 42 0. 00 1. 10 6. 30 1. 09
Size 29

 

135 22. 28 1. 30 19. 59 22. 09 26. 45 2. 45
Lev 29

 

135 0. 43 0. 20 0. 03 0. 42 0. 91 1. 64
Dual 29

 

135 0. 28 0. 45 0. 00 0. 00 1. 00 1. 14
SOE 29

 

135 0. 37 0. 48 0. 00 0. 00 1. 00 1. 60
FL 29

 

135 1. 27 1. 00 -1. 98 1. 04 11. 55 1. 10
ListAge 29

 

135 2. 19 0. 79 0. 00 2. 30 3. 40 2. 00
ROE 29

 

135 0. 06 0. 14 -0. 93 0. 07 0. 44 1. 22
Mshare 29

 

135 13. 30 19. 19 0. 00 0. 75 70. 38 2. 74
INST 29

 

135 44. 66 24. 96 0. 10 45. 99 121. 81 2. 40
BM 29

 

135 0. 62 0. 25 0. 06 0. 62 1. 25 1.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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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Npro
(1) (2) (3)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DCG 0. 339∗∗∗

(30. 749)
0. 148∗∗∗

(10. 977)
0. 127∗∗∗

(9. 408)
控制变量 否 否 是

行业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观测值 29
 

135 29
 

135 27
 

605
R2 0. 031 0. 231 0. 263

　 　 注:∗∗∗、∗∗、∗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统计水

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White - robust 异方差稳健标准误的 t

值,下同。

表 5　 统计检验结果

检验类别 检验方法 统计值
P 值 /
临界值

不可识别检验 Kleibergen-Paap
 

rk
 

LM 101. 88 0. 000
弱工具

变量检验
Cragg-Donald

 

Wald
 

F 102. 00 15%偏误临
界值 8. 96

表 6　 新质生产力对企业创新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变量
Npro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排他性检验

DCG 1. 490∗∗∗

(5. 751)

KD 0. 146∗∗∗

(10. 411)
-0. 014

( -0. 79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双向固定 是 是 是

R2 0. 488 -0. 014 0. 273
观测值 27

 

605 27
 

605 13
 

911

因素,本文采取 Heckman 两阶段模型来进行内

生性处理,具体方法如下:采用“宽带中国”示

范城市政策(KD) 作为工具变量,在 Heckman
第一阶段的 Probit 模型中,根据企业是否进行

数字化转型,生成 0—1 虚拟变量(above),利用

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计算出逆米尔斯比率

( IMR),并代入第二阶段的模型进行回归。 表

7 显示了 Heckman 两个阶段的检验结果。 第一

阶段检验结果如表 7 列( 1) 所示,结果表明,
“宽带中国”示范城市政策(KD)的回归系数显

著为正,表明企业是否进行数字化转型受到“宽

表 7　 新质生产力对企业创新的 Heckman 检验结果

变量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1) (2)
above Npro

DCG — 0. 139
 

9∗∗∗

(7. 443
 

5)

IMR — 1. 170
 

0∗∗∗

(5. 972
 

0)

KD 0. 143
 

4∗∗∗

(6. 999
 

5)
—

控制变量 是 是

双向固定 是 是

观测值 27
 

529 27
 

529
R2 — 0. 215

带中国”示范城市政策(KD)的显著影响。 表 7
列(2)为加入逆米尔斯比率( IMR)后的 Heck-
man 二阶段回归结果,结果表明,逆米尔斯比率

(IMR)显著,说明本文存在不可忽视的选择样

本偏差问题,在加入逆米尔斯比率( IMR)控制

样本选择偏差后,解释变量数字化转型(DCG)
依旧显著,本文假设 H1 仍然稳健。

(3)替代变量、调整样本检验

本文通过多种方式检验基准结论的稳健性

(见表 8)。
替换被解释变量:为避免单一指标度量误

差,采用 LP 法和 GMM 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替

代原被解释变量。 检验结果显示,DCG 系数仍

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结论不依赖于特

定的新质生产力度量方式。
 

解释变量滞后一期:考虑到数字化转型的

效应可能存在时滞,且为缓解反向因果担忧,将
DCG 滞后一期纳入模型。 结果显示,滞后项系

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促进作用具有

持续性,且反向因果的干扰较弱。
 

更换个体时间双向固定效应:为避免行业

固定效应无法完全控制企业层面不随时间变化

的固有差异导致遗漏变量偏误,采用更严格的

个体时间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结果显示,DCG
系数仍在 5%水平上显著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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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样本区间:为避免 2020 年及以后新冠

疫情等外部重大事件冲击对研究结果的干扰,
剔除受影响年份( 2020—2022 年) 后重新回

归。 结果显示,DCG 系数仍在 1%水平上显著

为正。
 

　
增加外部控制变量:为缓解因遗漏地区层

面因素(如数字基础设施、政策环境)导致的估

计偏误,依次加入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干预程

度、财政投资力度、产业结构等变量。 结果显

示,DCG 系数仍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
4. 中介机制检验

为了检验数字化转型分别通过促进企业创

新、推动数据要素化对企业新质生产力产生的

中介影响,使用模型①检验数字化转型(DCG)
对新质生产力(Npro)的总效应;使用模型②检

验数字化转型对中介变量的影响;模型③在控

制中介变量后,用于检验数字化转型对新质生

产力的直接效应以及创新能力、数据要素化的

中介效应。
Innovit = a0 + a1DCGit + a2Controlit +

∑Year + ∑Industry + + εit ②

Nproit = c0 + c1DCGit + c2Innovit +

c3Controlit + ∑Year + ∑Industry + εit ③

表 9—11 所示为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逐步

回归分析显示:列(1)中数字化转型(DCG)对

新质生产力的总效应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
列(2)中 DCG 对企业创新( Innov)和数据要素

化(SJ)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列(3)中 DCG 与

Innov、SJ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两者发挥部

分中介作用。 Bootstrap 检验 ( 5000 次抽样,
95%置信区间)进一步验证:Innov 的间接效应

[0. 181
 

9, 0. 220
 

2 ] 与直接效应 [ 1. 344
 

4,
1. 452

 

4]、SJ 的间接效应[0. 082
 

3,0. 114
 

4]与

直接效应[1. 442
 

4,1. 560
 

5]的置信区间均不

包含 0,中介效应显著。 效应量计算表明,企业

创新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11. 81%。
综上,企业创新能力与数据要素化是数字

化转型驱动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传导路径,假设

H2、H3 得到验证。

表 8　 替换变量、调整样本检验结果

变量

(1)
用 LP 模型计算
的全要素生产率
替代被解释变量

(2)
用 GMM 模型计算
的全要素生产率
替代被解释变量

(3)
解释变
量滞后
一期

(4)
更换个体
时间双向
固定效应

(5)
样本调整:剔
除受疫情影响
的异常年份

(6)
增加外
部控制
变量

Npro_LP Npro_GMM Npro Npro Npro Npro

DCG 0. 063∗∗∗

(19. 611)

DCG 0. 052∗∗∗

(15. 389)

L. DCG 0. 153∗∗∗

(10. 375)

DCG 0. 051∗∗ 0. 108∗∗∗

(2. 560) (6. 666)

DCG 0. 126∗∗∗

(9. 34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双向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7
 

605 27
 

605 23
 

135 27
 

605 18
 

209 27
 

603
R2 0. 741 0. 572 0. 258 0. 203 0. 257 0.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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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异质性检验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在企业间存在结构性差

异。 为揭示这一异质性,本文构建交乘项模型,
从企业污染属性与产权性质两个维度进行

检验。
 

　
(1)企业污染属性的异质性影响

 

本文依据证监会《上市公司企业行业分类

指引》,设置重污染行业虚拟变量(Pollute):若
企业属于重污染行业,赋值为“1”,否则为“0”。
回归结果如表 12 列(1)所示。 交乘项 DCG×

表 9　 Innov 中介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Npro Innov Npro

DCG 0. 127∗∗∗ 0. 152∗∗∗ 0. 112∗∗∗

(9. 408) (18. 265) (8. 220)

Innov 0. 103∗∗∗

(10. 49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双向固定 是 是 是

观测值 27
 

605 27
 

605 27
 

605
R2 0. 263 0. 508 0. 266

表 10　 SJ 中介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Npro SJ Npro

DCG 0. 127∗∗∗ 0. 032∗∗∗ 0. 114∗∗∗

(9. 405) (13. 085) (8. 434)

SJ 0. 410∗∗∗

(12. 30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双向固定 是 是 是

观测值 27
 

605 27
 

605 27
 

605
R2 0. 263 0. 317 0. 264

Pollute 的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负。 这表明,
相较于非重污染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重污染企

业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作用相对较弱。 其原

因在于,重污染企业面临环境合规压力与绿色

改造负担,需同时应对数字化与绿色化双重转

型任务,资源协调难度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

数字化转型的边际贡献。 假设 H4a 得到验证。
 

(2)企业产权性质的影响
 

本文依据企业实际控制人性质设置产权性

质虚拟变量(SOE):若实际控制人为国有,则定

义为国有企业,SOE 赋值为“ 1”,否则为“ 0”。
回归结果如表 12 列( 2) 所示。 交乘项 DCG×

SOE 的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 这表明,
与民营企业相比,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新质

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国有企业资金实

力强、政策支持力度大,且与国家战略对接紧

密,在落实“数字中国”与新质生产力相关部署

中具备更强的组织执行力与资源动员能力。 假

设 H4b 得到验证。

　 　 四、结论和展望

　 　 1. 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 2011—2022 年 A 股上市公司数

据,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

响。 结论如下:其一,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企业

新质生产力水平提升,该结论经过稳健性与内

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其二,机制检验表明,数
字化转型通过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推动新质生产

力发展;其三,异质性分析显示,在非重污染企

表 11　 中介效应的 Bootstrap 法检验结果

效应类型 Boot-标准差 Boot-z 值
Bootstrapping

Bias-corrected
 

95%CI Percentile
 

95%
下限 上限 下限 上限

Innov 间接效应 0. 009
 

8 20. 39 0. 181
 

9 0. 220
 

2 0. 181
 

1 0. 219
 

3
Innov 直接效应 0. 027

 

7 50. 40 1. 344
 

4 1. 452
 

4 1. 344
 

3 1. 452
 

3
SJ 间接效应 0. 008

 

0 12. 12 0. 082
 

3 0. 114
 

4 0. 082
 

3 0. 114
 

4
SJ 直接效应 0. 030

 

2 49. 54 1. 442
 

4 1. 560
 

5 1. 441
 

1 1. 55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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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异质性分析检验

变量 企业污染属性(1) 企业产权性质(2)
Npro Npro

DCG 0. 169∗∗∗ 0. 102∗∗∗

(11. 796) (6. 830)

DCG×Pollute -0. 311∗∗∗

( -8. 722)

Pollute 1. 333∗∗∗

(5. 407)

DCG×SOE 0. 085∗∗∗

(3. 819)

SOE 0. 571∗∗∗

(11. 789)
控制变量 是 是

双向固定 是 是

观测值 27
 

605 27
 

605
R2 0. 265 0. 263

业及国有企业中,该促进效应更为显著。
 

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其一,强化战略

引领,从要素系统性重构的高度推进数字化与

生产力培育深度融合。 其二,聚焦创新传导,通
过政策激励与企业机制建设夯实“数字化-创

新-新质生产力” 转化路径。 其三,分类施策,
对重污染企业强化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鼓励

国有企业开展核心技术研发;改善民营企业融

资环境以激发其转型活力。
 

2.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文测度新质生产力时采用熵值法,虽保

证了客观性,但未能兼顾变化幅度较小但重要

的指标,未来可结合主观经验优化权重。 另外,
新质生产力具有网络与空间溢出效应,后续可

从产业链或区域集群层面展开研究,以提供更

系统的治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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